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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协调演化特征及空间耦合
关系

张佳田１，２，３，焦文献１，３，∗，韩宝龙２

１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２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３ 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连接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桥梁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备受瞩目。 以中国 ３３３ 个城市为研究

单元，通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的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同时分析了两者的时空演变特征，最
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生态系统服务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研究显示：（１）全国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南高⁃
北低”的空间格局，均值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０７９２ 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０９８７，增长了 ２４．６２％，大部分城市仍处于萌芽发展阶段，仅上海

市和深圳市进入高度发达阶段；（２）全国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均值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５４２
升高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６２１，提高了 ３．１１％，但有 ８１ 个城市的均值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１２０１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１１８３，降低了 １．５０％，形
成了恶化形势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３）城镇化综合得分及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的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１３０３、
－０．２０１９、－０．２４０４ 和 ０．１９４６，经济发展或已成为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有力抓手。 据此我们建议，城市发展应加强生态空间统筹

管理，尝试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协调人口、土地与经济三维度下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协调演化；空间耦合；空间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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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４０ 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９％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８．５％，２０３０ 年预计达到

７０．１２％［１］，是近代全球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城镇化一方面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

境、提高了生活便捷性，另一方面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诸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

等问题。 马世骏［２］和王如松［７］提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认为城市的经济系统

通过物质的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等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形成耦合关系。 不少学者指出快速

城镇化通常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危及城市可持续发展［３］；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可以实现其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脱钩［４］，跨越“库兹涅茨曲线”拐点［５⁃６］。 因此，分析我国城市的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现状、研究二者之间的耦合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判断当期我国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回
答“在哪里？”；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地提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改善建议，回答“到哪里去？”。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支撑。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马世骏和王如松先生［７］

就提出了复合生态理论，认为城市这类人口集聚的生态系统由自然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构成，三
个子系统间相互影响、彼此制约，是一个多要素交织的有机体。 在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下，相关理论探索不断

深入。 方创琳和杨玉梅［８］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和生态需要定律理论分析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系统的

六大定律，即耦合裂变律、动态层级律、随机涨落律、非线性协同律、阈值律和预警律；陈晓红和万鲁河［９］ 提出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协调性与脆弱性是在自然条件与孕灾环境、人口素质与城市文明、产业升级与技术

进步、制度创新与管理科学、系统自身的恢复力等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并挖掘了其中宏观作用机制

及良性互动过程。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特征研究。

学者们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１０］、灰色关联模型［１１］、响应度模型［１２］及交互胁迫模型［１３］等刻画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的协调水平和耦合关系，认为二者协调水平呈“Ｓ”型机制，耦合协调度沿时间序列呈持续上升趋势。 并有

学者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脱钩特征，通过采用 ＯＥＣＤ 脱钩指数模型［１４］、基于 ＩＰＡＴ 方程的脱钩指数模型［１５］ 及

Ｔａｐｉｏ 弹性分析模型［１６］等刻画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变化，发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的脱钩程度沿时

间序列呈现先恶化后好转的趋势，但目前脱钩形势依然严峻。 另一方面是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 学者们

通过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１７］、系统动力学模型［１８］等研究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生态环境对城镇化过程的响

应并阐释相互作用机制等，指出人均 ＧＤＰ、城镇化率等是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而提高科技水平、加
大对外开放力度等措施能够显著抑制生态环境压力的增长，因此应着力构建城市空间扩张、资源合理利用及

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积极关系，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城镇化指标体系和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

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评估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类

型的改变，如建设用地扩张占用农田、湿地面积减少等，是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主要因素［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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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水平之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但通过细分研究对象，可以发现上述研究

中多针对单一城市或者区域（流域、城市群或省）内的少量城市［２０⁃２１］ 加以分析，缺少全国城市尺度的分析，忽
略了地理、气候和资源环境禀赋等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同时，在城市间比较时，未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缺乏

对城镇化空间依赖性的考虑。 然而，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分异特征和经济地理的极化及扩散效应恰是两个领域

中最基本的空间特征。 此外，部分学者在对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时，以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类指标为主，并未真

正体现“生态”；另有学者使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的核算结果量化生态环境水平，导致“一套参数算全

国”，既缺少地方差异性，也未真正表征出生态系统之于城市的意义所在。
鉴于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经验与不足，本文首先选取相关统计数据计算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

镇化以及城镇化水平；其次将“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定义为生态系统通过各种生物化学过程为人类社会所提

供服务功能量的加权求和，借用《全国生态系统遥感评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研究成果，以固碳服务、洪水调蓄服务、
水源涵养服务和土壤保持服务 ４ 种主要调节服务作为评价指标，量化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再次在城镇

化水平阶段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划分的基础上，分析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二者的时序变化及空间关系特

征；最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二者的耦合关系。

１　 研究区域及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以中国 ３３３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 ４ 个直辖市、２８７ 个地级市、５ 个副地级行政区、２８ 个自治州、６ 个地

区和 ３ 个盟。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未涉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昌

都市、山南市、日喀则市、那曲地区和阿里地区等。
１．２　 数据收集及标准化

城镇化内涵十分丰富，本文从人口、土地和经济 ３ 个维度构建了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

值法［２２］确定了指标层及准则层的权重（表 １）。 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各省

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６）》以及各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其中，土地是城镇

化的重要载体，土地城镇化指标层权重为 ０．５２，包括建成区占比、人均建成区面积和地均 ＧＤＰ 等 ３ 项指标；经
济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经济城镇化指标层权重为 ０．３０，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二三产

业占比和固定资产占 ＧＤＰ 比重等 ４ 项指标；人口迁移是城镇化的外在表现，人口城镇化指标层权重为 ０．１８，
包括常住人口、人口密度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等 ３ 项指标。

表 １　 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指标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ａｙｅｒ

指标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城镇化水平 人口城镇化 ０．１８ 常住人口 ／ 万人 ０．４１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０．５６

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 ％ ０．０３

土地城镇化 ０．５２ 建成区占比 ／ ％ ０．２９

人均建成区面积 ／ （ｍ２ ／ 人） ０．１９

地均 ＧＤＰ ／ （万元 ／ ｋｍ２） ０．５２

经济城镇化 ０．３０ 地区生产总值 ／ 万元 ０．５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元 ／ 人） ０．２６

二三产业占比 ／ ％ ０．０２

固定资产占 ＧＤＰ 比重 ／ ％ ０．１７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ＭＡ） ［２３］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共 ４ 类 ２０ 项服务。 本文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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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类服务功能，构建了以固碳服务、洪水调蓄服务、水源涵养服务和土壤保持服务等 ４ 项主要生态系统服务

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２）。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分辨率

为 １００ ｍ 的《全国生态系统遥感评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研究成果。 为体现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性、保证各地区的

相对可比性，采用主成分分析法［２４］赋予各项服务功能权重。
表 ２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固碳服务 ０．２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洪水调蓄服务 ０．２５

水源涵养服务 ０．２７

土壤保持服务 ０．２４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 Ｔｏｂｌｅｒ 在地理学第一定律中提出的关于“空
间实体总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距离较近实体间的关联

表现得更为显著”的理论，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描述整

个研究区内所有样本与其空间邻接或邻近单元的平均

关联程度、空间分布模式及其显著性，反映研究区样本

观测值空间上的总体相似程度。 一般，多采用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衡量全局空间自相关，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计算公式为：

Ｉ ＝
∑ ｎ

ｉ ＝ １∑
ｎ

ｊ≠ｉ
Ｗｉｊ（ｘｉ － 􀭰ｘ）（ｘ ｊ － 􀭰ｘ）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ｉ
Ｗｉｊ

（１）

同时，采用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量化某一特定空间单元与其邻接或邻近单元的相似程度，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计算公式为：

Ｉｉ ＝
ｘｉ － 􀭰ｘ
Ｓｉ

２ · ∑
ｎ

ｉ ＝ １，ｊ≠ｉ
Ｗｉｊ（ｘｉ － 􀭰ｘ） （２）

式中，Ｉ 为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Ｉｉ为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取值［－１，１］；ｘｉ和 ｘ ｊ分别为单元 ｉ 和单元 ｊ 的观测

值；ｎ 为空间样本数量；Ｗｉｊ为基于空间邻接关系建立的空间权重矩阵，且 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 􀭰ｘ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具体而言，Ｍｏｒａｎ′ｓ Ｉ＞０ 表示空间正相关，值越大空间相似性越强；Ｍｏｒａｎ′ｓ Ｉ＜０ 表示空间负相关，值越小空间差

异性越大；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０ 表示没有空间相关性，空间格局趋于随机分布。
此外，ＬＩＳＡ 集聚地图是在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基础上，结合各研究单元的显著性绘制而成，反映的是显著性

水平较高的局部空间集聚区域。 在 ＬＩＳＡ 图中，集聚分为高⁃高（ＨＨ）、低⁃低（ＬＬ）、低⁃高（ＬＨ）和高⁃低（ＨＬ）共
四种分布。 其中，高⁃高相关表示高水平观测值被高水平邻接单元包围，低⁃低相关表示低水平观测值被低水

平邻接单元包围，均为空间正相关；低⁃高相关表示低水平观测值被高水平邻接单元包围，高⁃低相关则相反，
均为空间负相关。
１．３．２　 空间计量分析

空间计量模型较传统回归模型而言，着力于解决线性模型无法度量的空间依赖性问题［２５］。 首先使用线

性模型探索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表达式分别为：
ＥＳ ＝ Ｃ１ ＋ ａＵＲ （模型 １）

ＥＳ ＝ Ｃ２ ＋ ｂ ＵＲ１ ＋ ｃ ＵＲ２ ＋ ｄ ＵＲ３ （模型 ２）
其次将不可观测因素或遗漏变量纳入随机误差项的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空间关

系，表达式分别为：
ＥＳ ＝ ＵＲβ ＋ μ，μ ＝ λＷμ ＋ ε （模型 ３）

ＥＳ ＝ ＵＲ１ β１ ＋ ＵＲ２ β２ ＋ ＵＲ３ β３ ＋ μ，μ ＝ λＷμ ＋ ε （模型 ４）
式中，ＥＳ 表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是被解释变量，为 ｎ×１ 的列向量；ＵＲ、ＵＲ ｉ（ ｉ ＝ １，２，３）表示城镇化水平、人口

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是解释变量；Ｃ１、Ｃ２是常数项；ａ、ｂ、ｃ 和 ｄ 是解释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系

４７２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数；Ｗ 是（ｎ×ｎ）的空间邻接权重矩阵，相邻为 １，否则为 ０；β、βｉ（ ｉ ＝ １，２，３）是解释变量的极大似然估计系数；ε
是随机误差项；μ 是不可观测因素向量；λ 是误差项交互效应（Ｗμ）的系数。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本文基于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城市的城镇化水平。 为更好呈现城镇化进

程的阶段特征，根据诺瑟姆的“Ｓ 曲线理论”，将城镇化水平划分为萌芽发展（Ｉ 阶段，［０， ０．１０））、初步发展（ＩＩ
阶段，［０．１０， ０．２５））、快速发展（ＩＩＩ 阶段，［０．２５， ０．５０））和高度发达（ＩＶ 阶段，［０．５０， １］）４ 个阶段［２６］（图 １）。

图 １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从时间进程来看，全国城市城镇化水平整体明显提高，平均得分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０７９２ 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０９８７，增长了 ２４．６２％（表 ３）。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水平得分变化以 ３２７ 个城市的得分升高为主，城镇

化水平阶段变化表现出维持原阶段无变化（２９１ 个）和由低级阶段向高一级阶段的单向转化（４２ 个）两大特

征。 其中，单向转化中包括 ３３ 个萌芽发展阶段升为初步发展阶段、７ 个初步发展阶段升为快速发展阶段以及

２ 个快速发展阶段升为高度发达阶段。 具体到各发展阶段来看，萌芽发展阶段样本量远大于其他 ３ 个阶段，
样本量虽由 ２４４ 个降至 ２１１ 个，样本占比减少了 ９．９１％，但城镇化水平均值由 ０．０５２１ 提高到 ０．０５８２，提高了

１１．７１％，表明我国城市城镇化水平以萌芽发展阶段为主，同时萌芽发展阶段整体水平稳步提升。 其次，初步

发展阶段样本量由 ８３ 个增至 １０９ 个，样本占比增加了 ７．８１％，同时均值由 ０．１４０７ 提高至 ０．１４６９，提高了

４．４１％，说明初步发展阶段样本量和整体水平均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 再次，快速发展阶段样本量虽由 ６ 个

提高到 １１ 个，增加了 １．５％，但均值由 ０．３３１０ 减少至 ０．３０８６，降低了 ６．７７％，可见由低阶段转入城市得分未能

弥补该阶段转出至高阶段所引起的均值变动，即快速发展阶段整体发展存在波动性。 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仅上海

市、深圳市率先迈入高度发达阶段。
从空间分布来看，全国城市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态势，表现为较弱的空

间正相关分布。 ２０１０ 年城镇化水平阶段全局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０．４８（Ｐ＝ ０．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为 ０．４９（Ｐ＝ ０．００１），无较

大变动。 实现城镇化水平跨阶段的城市中，由萌芽发展转化为初步发展的 ３３ 个城市（篇幅原因不再逐一列

举）空间分布均匀，表明全国城市城镇化发展比较均衡；由初步发展转化为快速发展的 ７ 个城市分别为天津

市、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厦门市、武汉市和中山市，其中南京市、无锡市和苏州市 ３ 个城市均属于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说明该区域城镇化进程快于其他地区；由快速发展转化为高度发达的 ２ 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市和深

圳市，均位于沿海地区。 进一步，局部 ＬＩＳＡ 聚类地图显示，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高⁃高相关分布在京津冀大都市

５７２３　 １０ 期 　 　 　 张佳田　 等：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协调演化特征及空间耦合关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区、中原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地区，呈条带状延伸趋势；低⁃高相关则主要沿高⁃高相关

区边缘分布，样本明显减少；高⁃低相关除重庆市、成都市、长沙市和抚顺市外等城市外，新增西北地区的阿拉

善盟、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图 ２）。

表 ３　 城镇化水平阶段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样本量
样本占
比 ／ ％ 均值 样本量

样本占
比 ／ ％ 均值

得分
降低

得分
升高

跨阶段
样本量

均值
变化

高度发达阶段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ｔａｇｅ（ＩＶ）

０ ０ ０ ２ ０．６０ ０．５９５５ ０ ２ ／ ＋０．５９５５

快速发展阶段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ＩＩＩ）

６ １．８０ ０．３３１０ １１ ３．３０ ０．３０８６ ０ １１ ２↑ －０．０２２４

初步发展阶段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ＩＩ）

８３ ２４．９２ ０．１４０７ １０９ ３２．７３ ０．１４６９ １ １０８ ７↑ ＋０．００６２

萌芽发展阶段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Ｉ）

２４４ ７３．２７ ０．０５２１ ２１１ ６３．３６ ０．０５８２ ５ ２０６ ３３↑ ＋０．００６１

全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３３ １００ ０．０７９２ ３３３ １００ ０．０９８７ ６ ３２７ ４２ ＋０．０１９５

图 ２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为保

持与城镇化水平阶段的一致性，通过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划分为一般（１ 级，［０， ０．１５））、
中等（２ 级，［０．１５， ０．３２））、较好（３ 级，［０．３２， ０．５１））和良好（４ 级，［０．５１， １］）４ 个等级（图 ３）。

从时间进程来看，全国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整体好转，均值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５４２ 升高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６２１，提高了 ３．１１％；但仍有 ８１ 个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出现恶化，这 ８１ 个城市的均值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１２０１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１１８３，降低了 １．５０％（表 ４）。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全国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以改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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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我国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但恶化问题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转化样本量较少，除维持原等级无变化（３１８ 个）和单

向转化（１３ 个）外，出现高等级向低一级等级的逆向转化（２ 个）。 具体到各能力等级发现，各等级样本量均无

较大变化，且一般、中等、较好和良好四个等级的样本占比呈“金字塔”形状逐级减少。 其中，一般等级样本量

由 １２１ 个减少至 １１９ 个，样本占比减少了 ０．６％，均值由 ０．０７３３ 将至 ０．０７２７，下降了 ０．８２％，此外 ６１ 个城市生

态系统服务能力恶化，占该等级 ２０１５ 年样本量的 ５１．２６％，占恶化样本总量的 ７５．３１％，即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恶化情况集中在一般等级，可见该等级更具脆弱性；中等等级样本量由 １００ 个减少至 ９７ 个，样本占比减少了

０．９％，均值由 ０．２２５２ 增加至 ０．２２７３，提高了 ０．９％，但仍有 １４ 个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下降，同时 ２ 个逆向转

化均出现在该等级中，表明该等级波动较大而且具有敏感性；较好和良好等级两年间样本占比总计在 ３３％左

右，均值提高在 １％左右，虽有 ６ 个恶化城市，但没有发生逆向转出，说明相较于一般、中等两等级而言，较好和

良好等级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更具稳定性。

表 ４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样本量
样本占
比 ／ ％ 均值 样本量

样本占
比 ／ ％ 均值

得分
降低

得分
升高

跨阶段
样本量

均值
变化

良好 Ｇｒｅａｔ（４） ３９ １１．７１ ０．６００２ ４３ １２．９１ ０．６０４９ ２ ４１ ／ ＋０．００４８

较好 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３） ７３ ２１．９２ ０．４０８７ ７４ ２２．２２ ０．４１２９ ４ ７０ ４↑ ＋０．００４２

中等 Ａｖｅｒａｇｅ（２） １００ ３０．０３ ０．２２５２ ９７ ２９．１３ ０．２２７３ １４ ８３ ５↑ ２↓ ＋０．００２１

一般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１） １２１ ３６．３４ ０．０７３３ １１９ ３５．７４ ０．０７２７ ６１ ５８ ４↑ －０．０００６

全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３３ １００ ０．２５４２ ３３３ １００ ０．２６２１ ８１ ２５２ １５ ＋０．００７９

从空间分布来看，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特征，空间聚集现象显著；生态系统服务

能力恶化的城市集中分布在西北、华北、东北和华东北部等地区。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分别为 ０．８６（Ｐ＝ ０．００１）、０．８７（Ｐ＝ ０．００１），均大于 ０．８，表现出显著且强烈的空间正相关分布（图
４）。 影响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因素涵盖地形、地貌、水文气热条件以及城市发展模式、经济结构等多个方面，
其中自然本底因素决定着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社会经济环境则维持或改变着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例如，地形

因素控制着中小尺度空间的水热资源分配，决定太阳辐射量、温度、土壤矿化速率、植被分布等环境条件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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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过程；城市中建成区面积扩张、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则挤压生态空间，损耗原有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局部

ＬＩＳＡ 聚类地图进一步证实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空间格局确无较大变动：空间分布以高⁃高、
低⁃低两种空间正相关为主，高⁃高相关主要分布在中南、华东地区，低⁃低相关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地区。

图 ４　 我国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空间集聚特征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３　 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耦合变化特征

将城镇化水平阶段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进行叠置，构造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叠置类型转移表，探索城镇

化进程中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变化情况（图 ５）。 城镇化水平 ４ 阶段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４ 等级实际年际变

化发生组合共计 ２６ 类，其中 １０ 类为维持不变，剩余 １６ 类可分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提高（４ 类）、城镇化

水平阶段提升（１０ 类）、城镇化水平阶段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都提高（１ 类）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降

低（１ 类）共 ４ 种情况。 维持不变样本共计 ２７７ 个，样本占比最大，为 ８３．１８％。 另外，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

提高样本共计 １２ 个，城镇化水平集中在萌芽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阶段提升样本共计 ４１ 个，其中生态系统服

务能力等级一般的 １２ 个、中等的 １１ 个、较好的 １０ 个、良好的 ８ 个，分布较均匀；城镇化水平阶段与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等级都提高样本仅 １ 个，为湖州市；南通市和阜阳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降低，且城镇化水平均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
２．４　 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研究

为探索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作为因变量、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得分

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ＯＬＳ）和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进行估计，通过模型结果比较分析

两者关系。 模型结果如表 ５ 所示，模型 １、模型 ２ 是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分别与城镇化水平及人口城镇化、土地

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 ３ 个维度进行线性回归，模型 ３、模型 ４ 是空间计量回归。 模型结果显示：单以拟合优度

而言，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分别为 ０．００２１ 和 ０．０４１３，拟合效果并不理想，验证了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关系

探索的必要性；相反，模型 ３ 与模型 ４ 的拟合优度均大于 ０．９、对数似然函数值远大于线性模型，模型拟合效果

良好。 进一步对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就两大系统整体而言，城镇化水平估计系数

为－０．１３０３，表现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负向影响；具体到城镇化各子系统，人口、土地城镇化估计系数分别为

－０．２０１９和－０．２４０４，表现为负向胁迫，而经济城镇化估计系数为 ０．１９４６，呈现出正向促进。

３　 讨论

本文以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将城镇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看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构建综合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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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城市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叠置转移矩阵

Ｆｉｇ．５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ｃｉ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Ｉ⁃１：萌芽发展阶段⁃一般等级；Ｉ⁃２：萌芽发展阶段⁃中等等级；Ｉ⁃３：萌芽发展阶段⁃较好等级；Ｉ⁃４：萌芽发展阶段⁃良好等级；ＩＩ⁃１：初步发展阶段⁃

一般等级；ＩＩ⁃２：初步发展阶段⁃中等等级；ＩＩ⁃３：初步发展阶段⁃较好等级；ＩＩ⁃４：初步发展⁃阶段良好等级；ＩＩＩ⁃１：快速发展阶段⁃一般等级；ＩＩＩ⁃２：

快速发展阶段⁃中等等级；ＩＩＩ⁃３：快速发展阶段⁃较好等级；ＩＩＩ⁃４：快速发展阶段⁃良好等级；ＩＶ⁃１：高度发达阶段⁃一般等级；ＩＶ⁃２：高度发达阶段⁃

中等等级；ＩＶ⁃３：高度发达阶段⁃较好等级；ＩＶ⁃４：高度发达阶段⁃良好等级

体系，测度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总结两者的时间演变、空间特征，并探

索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关系，研究发现：
（１）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得分较高区域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人为因素已逐渐替代自然因素

成为引发生态环境结构改变的主导因素。
本研究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证实，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空间格局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以

高⁃高相关的团状分布为主要特征，如京津冀、中原和长三角城市群等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则为高⁃高相关分布

在东南、低⁃低相关分布于西北的典型条带状特征。 这是因为，城市是以市场、经济活动为主导的一类空间形

式，空间格局受区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人为因素驱动，空间集聚显著但无规律性。 已有研究表明我

国地级市城镇化空间格局趋于不均匀分布［２５］，大致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降低，但空间交错分布，分

异规律尚不明显，主要分布在东部、东南沿海以及东北和中南地区［２７］，与本文结论一致。 其次，虽然本研究发

现生态系统服务受地形、地貌、降雨、土壤类型等多项空间差异性较大的自然条件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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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连续性规律，呈现沿西北⁃东南方向逐级升高特征，符合自然因素作为形成要素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态环境本

底状况［２８］的学界认识。 模型结果显示土地城镇化系数绝对值最大，且为负向影响（－０．２４０４），即随着经济工

业化和社会城镇化的急剧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方式的剧烈变化才是改变生态环境组成、结构的主导

因素，同时这种变化往往不只是局部性的。

表 ５　 线性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模型 ４
Ｍｏｄｅｌ ４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３３∗∗∗（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１９∗∗∗（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４５∗∗∗（０．００００）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０．１１８７（０．４００４） — －０．１３０３∗∗（０．０２１２） —

人口城镇化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０．４２７７∗∗∗（０．００１２） — －０．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８）
土地城镇化 Ｌ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０．４９７１∗∗（０．０１３１） — －０．２４０４∗∗∗（０．００２１）
经济城镇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０．１２５７（０．４３００） — ０．１９４６∗∗∗（０．０００１）
误差交互项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 ０．９５５２∗∗∗（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０１∗∗∗（０．００００）

Ｒ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３ ０．９１４０ ０．９２０４

对数似然函数值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１．２０８７ ８７．８６９２ ４３６．０６０６ ４４７．５８０５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基于此，本文建议重视城镇化对生态空间的影响，加强经济、自然资源综合部门的监管权力与能力。 尤其

是在本轮政府机构改革后，住建部已不具有城市行政区内所有空间的规划与监管职能，专司建成区（含建成

区内生态空间）规划和管理，会造成城市总体生态空间与城市建成区生态空间的监管不一致情况。 建议加强

发改、国土等经济、自然资源统筹部门对城市行政区内空间利用的统筹管理。
（２）不同地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化过程表现出不同的承载力及敏感度。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变化的空间分析发现，城镇化进程中的生

态系统服务变化主要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东北、华东、中南及西南等中等、较好和良好生态系统服务等级的

空间集聚地区，存在两系统综合得分或阶段与等级同步改善的迹象，如深圳市、上海市城镇化水平迈入高度发

达阶段，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亦同步提高。 二是，西北、华北和华东等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级一般地区，鉴于生

态本底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城镇化进程极易损害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出现下降趋势。 已有研究指出

区域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差异导致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影响不同［２９］，我国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响应度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３０⁃３１］，本文印证了以上结论。
基于此，本文建议各区域有必要因地制宜探索城镇化建设道路，基于生态环境基础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尝

试跨区域经济合作手段（如深汕合作区）保障城镇化发展，错位利用生态环境资源。
（３）经济发展已成为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有利抓手。
本研究将城镇化水平及其各子系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分析得出，总体而言城镇化目前对于生态系统

服务的整体影响仍以负向胁迫为主，即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１ 个单位至少损耗 ０．１ 个单位的生态系统服务能

力。 但深入研究城镇化的 ３ 个维度，可以发现人口集聚、城市土地扩张等直接破坏生态系统服务，人口、土地

城镇化得分每提高 １ 个单位对应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分别降低 ０．２０１９ 和 ０．２４０４ 个单位。 而经济发展并不损耗

生态系统服务，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系统服务压力，表现为经济城镇化每升高 １ 个单位对应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可改善 ０．１９４６ 个单位。 对比现有研究成果，谢锐等［３２⁃３３］ 指出城镇化作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决定

性因素，不仅有助于本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促进周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也有研究认为城镇

化率提高［３４］、经济增长［３５］以及第三产业比重增加［３６］ 等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具有负向影响。 深入分析这些

迥异的结论及其成因，发现一些研究仅以单一指标量化城镇化或城镇化某一维度，进行关系研究时也未考虑

两系统间的宏、微观联系。

０８２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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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结论，本文建议城市城镇化过程中应保障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控制人口规模、避免过度集中，减缓

城市扩张速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认为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是确保城镇化进程最小程度影响甚至

同步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
（４）后续研究尚待开展工作。
本文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时，误差交互项在两空间误差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回归模型误差项存

在空间依赖性，说明可能存在除城镇化外遗漏的解释变量并且这些解释变量会通过邻接城市交互作用于当地

生态系统服务。 鉴于全国尺度城市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研究以总结整体规律为主，并未对遗漏变量展

开详细讨论，下一步工作拟选取各类型典型代表城市，进行二者关系影响因素、驱动机制的研究与比较。

４　 结论

针对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问题，本研究基于城镇化水平、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量
化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水平及阶段、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及等级，并分析其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方面的特

征，最后通过空间误差模型测度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与城镇化水平及各子系统得分关系。 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

论：（１）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城市城镇化水平整体提高，以萌芽发展为主要阶段，仅上海市和深圳市进入高度发

达阶段，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虽整体提高，但西北、华北地区恶化形势严峻，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易受城镇化发展

胁迫，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空间分布差异较大；（２）不同区域城市生态系统呈现出不同的承载力

及敏感度，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较低的区域更容易受城镇化进程扰动；（３）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与城镇化水平、人
口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呈负向关系，与经济城镇化为正向关系，宏观、微观关系均有显著空间异质性。 因此，
本文建议重视城镇化对生态空间的影响，加强城市各部门间对行政区内空间利用的统筹规划；尝试跨区域经

济合作手段保障城镇化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资源共享与互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的同时，控制人口

过度集聚和城市空间的粗放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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